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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盐池大水与河东盐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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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东盐区是一个以盐为中心，人、日、水、风相互作用，并具有一定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能力的小型生态系统，

建基于其上的则是以盐商、朝廷、地方官为主体的复杂社会网络。1757年的洪水灾害，将河东盐务运行中的诸多矛盾以

极端的形式显现出来，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应对的失措、环境修复的无力、贸易结构的异动又导致这场盐

务危机长期难以纾解，甚至出现蔓延态势。另外，灾变也促动了河东盐池生产技术的变化和盐课归丁改革的推进，河东

盐务正是在自然与社会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危机与转机中艰难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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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and Salt Crisis in Hedong Salt Pond in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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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salt as the center, and human, sun, water and wi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Hedong

salt region is a small ecosystem that has the certain capacity of self-adjustment and self-renewal. Based on

this ecosystem is a complex social network composed mainly of salt merchants, the court and local officials.

The flood disaster in 1757 caused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on of salt industry in

an extreme form, thus a ser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ensued. Due to the failure of social response, the

in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rade structure, the salt crisis was not alleviated for a

long time and even spread. However, the disaster promoted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Hedong

salt pond and the reform of salt tax. The Hedong salt industry developed amid 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mixed influence of natur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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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民食”之一，被认为是“生人生气之源”①。研究表明，“作为一种资源，盐与人

类社会演进嬗变关系密切。人们对盐的认识与开发利用历史悠久，盐对人类自身进化与社会文明进步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②。正因如此，有关盐业、盐务等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

指出，应把盐“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人类文化现象来重新审视”③。亦即以盐为中心综合考察盐与人类生

活各方面、各领域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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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盐是中国池盐的重要代表。研究认为，“在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河东池盐的年轮却是最悠久

的，其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①。《史记》中记载的“猗顿用盬盐起”即清楚表明了河东盐的开发历史②。唐

人柳宗元也曾指出，“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谷同”③。进入清代，河东盐区已成为国家官

盐的重要产地之一，所产食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诸州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河东盐区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柴继光曾在20世

纪八九十年代撰写十余篇专文，对河东盐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梳理，初步勾勒出

河东盐务的发展样貌。他还关注到与“盐”相关又在“盐”之外的城市、文化、教育等问题，这为后代学者

的研究和思考奠定了良好基础④。此后，李三谋、王勇红等利用大量经济数据对河东盐池的经济与贸易

问题展开了定量分析⑤。侯晓东、祁剑青等探讨了蒙古盐、土盐与河东盐之间的互动关系⑥。王小燕试图

探讨盐务经济运行中河东地区的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⑦。杨强、武雪梅、王长命、贾海洋、费杰等学者则

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河东盐区防洪、区划、技术革新等问题⑧。这些研究，均试图从不同角度展现河东盐务

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或是“就盐谈盐”，缺少能够体现区域社会有机联系和河东盐区自身发展

的叙述线索；或是“离盐太远”，仅将盐作为相对抽象和静态的叙述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河东盐的生产、

河东盐区的治理、河东盐政的兴废，与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等环境条件之间存在长期而复杂的联系，对

盐区自然环境及其与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考察，也应是“盐文化”研究的题中之意，亦将有助于深化对河

东盐区的整体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1757年发生在盐池的水灾为例，考察在生态变动下盐区社会

的断面，以期对河东盐池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客水为灾：1757年大水对盐池生产秩序的冲击

世代居于河东的先民对于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早有切实体认。柳宗元称，河东盐池“化若神造，非人

力之功也”⑨；当地人描述称，“当春二三月，塌花沉水，视如编贝，至五六月盛阳之时，荡以南风，曝以烈

日，盐花成颗，捞采充课”⑩。从中可以看到，河东池盐的生产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禀赋。其中，日照是必不

可少的成盐条件，南风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舜帝所作之《南风歌》，盛赞“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①柴继光、景克宁：《中国盐文化》，《运城高专学报》1991年第3期。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9页。

③［唐］柳宗元撰，［宋］廖莹中辑注：《河东先生集》卷15《问答》，宋刻本，第11页。

④他的上述成果多已编入《运城盐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及其续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他与

李希堂、李竹林合著的《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中，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⑤李三谋、李著鹏：《河东盐运销的组织管理——清代河东盐的贸易问题研究之二》，《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

勇红、刘建生：《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经营贸易额的估算》，《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2期；王勇红：《乾隆年间河东盐商

经营状况分析》，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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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①，据信即是歌颂南风吹拂盐池而成盐的现象。后人对此有

更加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

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

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②也就是说，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吹过盐池加快空气流动，促进了

盐池内成盐物质的蒸发。而一旦风向有变，则“盐花不浮，满畦如沸稀粥”，“味苦色恶，不堪食用”③。时

人尽管尚不能解释具体原理，但显然已对这一现象有了密切关注。

如果说对日照和南风的利用更多还是仰赖“天时”“地利”的话，那么对盐池水环境的开发和治理则

体现了人在制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在河东盐区，有一条河流纵贯盐池，因其“水深而泥性纯黑”，故名

黑河。黑河中含有丰富的成盐物质，“卤气甚烈”，被当地称为“产盐之母”。人们往往将黑河水引入盐

池，利用水气的蒸发，使成盐物质上泛，加速成盐。但由于盐池地势“底深岸高”，每遇大雨极易造成漫

漶，致使“黑泥为黄土所掩，盐气不能上蒸，虽有积水，味薄性淡”④。可见，对于河东池盐的生产而言，一

方面需水、用水，另一方面又防水、恐水。河东盐池有赖于风、日、水等自然条件的相互配合，“无薰风则

波不扬，无炎日则曝不烈”⑤，而要使薰风和炎日更好地发挥作用，则须对水环境加以有效治理，实现水环

境“不枯不潦”⑥，从而既保证“产盐之母”迅速蒸发上泛，又防范“客水”的侵袭。是故“未治盐先治水，未

治主水先治客水”⑦。

从这个意义上看，治水实际上是盐池生产的中心环节。人们在盐池周边分筑堤堰，形成了“池外有

垣，垣外有堑，堑外有堰，连环数重，停蓄百水”的城垣和渠堰格局⑧。到乾隆时期，当地已修成堤堰22

座，以李绰、雷鸣、黑龙、五龙、硝池、卓刀六堰最为紧要；渠道则以姚暹渠最为重要，承担着分洪、灌溉的

双重作用。据载，“凡中条山诸水，由池南池东而来者，皆归姚暹渠一渠以达河”⑨，故“每患水败，自有渠

以刷诸水，则有归汇，不致浸入盐池，而其利亦资灌溉”⑩。因之，“渠深而田池均利，流迅而堤堰无虞”。

综上所述，在河东地区，围绕盐的生产，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以盐池为中心的小型生态系统。一方

面，人充分利用南风、黑河、日照的相互配合开展盐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通过兴修渠堰，防范和消减可能

给盐业生产带来破坏的洪水灾害。

正因如此，盐业越发展，就越需要维护人、水、风、日之间的精细平衡。但河东盐池本就处于山西洪

水灾害的多发之地，这里出现洪水甚至大洪水的几率均较高。乾隆二十二年（1757），当地遭遇洪灾，黑

河“为黄土所掩，盐气不能上蒸”，池盐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而为了排泄洪水，解州村民任曰用私自

盗挖硝池堰，以致“大水入池，畦地淹没数年”。当然，经过事后调查，任曰用等人的行为并非故意，但在

客观上的确造成洪水乘风涌入盐池，七郎、卓刀二堰也相继决口，加剧了此次水灾的烈度。加之在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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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乾隆二十年（1755），河东盐池刚刚经历了“客水入池，盐大坏”的灾情①，此番黑河被淹、渠堰被毁，无

疑使盐池生产雪上加霜。

当然，河东盐区曾先后在顺治五年（1648）、康熙元年（1662）、康熙十八年（1679）发生过几次较大洪

水，造成“堤堰尽决，盐池被患”“商大困”的局面②。但从史料记载推断，这几次灾害未对盐池生产造成根

本性的影响。如康熙十八年洪灾发生后，盐商援引旧例，请求暂开河东盐池附近六个规模较小的盐池

（时称“西小池”或“六小池”）以渡难关③。逮康熙二十五年（1686），“大池水退，修葺告完，商归大池复

业”④。可见，尽管客水为灾，但在“产盐之母”没有遭到完全破坏的情况下，当地人依然能够在盐池系统

内部通过启用备用盐池、加紧修复主盐池的方式较快度过危机，表明盐池生态系统有着自我更新、自我

恢复的能力。截至乾隆十八年（1753），国家在河东的盐引、盐课总体上较清初保持稳定并有所上升⑤。

但到乾隆二十二年，伴随着黑河被淹，数代人防范的客水终于给主水带来严重灾祸，日、风、水、人相互配

合的盐池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建基于这种自然环境之上的区域社会，也在灾变中呈现出焦虑、恐慌、无措

的疲态。

二、投认无人：灾变情境下的商民疲态

自然环境的灾变导致河东池盐的生产难以为继，但远在京城的乾隆帝并不了解河东盐所需的生态

条件。早在乾隆十七年（1752），盐政萨哈岱曾就当年河东地区五六月过于燥热、八月后阴雨连绵而导致

成盐困难的情况做过奏报。但乾隆帝却说：“天气非晴即雨，盐池浇晒，要在乘时赶办。今据奏，晴则燥

烈，雨又寒凉，俱不能成盐，然则何时而可耶？无非一味藉词推诿。其不能实心办理，于此可见。”⑥显然，

乾隆帝对河东盐区仰赖的自然条件不以为意，仅将成盐不力的责任归结于主管官员的怠政。此次盐池

水灾后，乾隆帝依然依循着这样的思路组织赈救事务。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乾隆帝批准河东盐政的奏

请，决定续增盐引十二万道，以期用经济利益刺激盐商，度过危机⑦。但乾隆帝并未意识到盐池的基础生

产秩序已遭破坏，盐商的生产和贩运能力也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强大。

顺治时期，清廷对河东食盐的生产就采取了“畦归商种”的办法，要求商人“各立锭名，一切封领掣

支皆视锭名以为区别”，强调“无锭名不得为商，无锭名不得干与盐业”⑧。其意在通过“官督商办”的方

式使朝廷和商人在河东盐务中获利。但事实表明，由于“河东所辖，大率荒僻”，加之山路崎岖，转运艰

难，河东盐商往往“商小力微”，特别是在贩运池盐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开销，“于是赊骗诓逃，百弊

丛生”⑨。但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水灾发生后，乾隆帝对这一问题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仍希望倚重盐

商来缓解危机。

这一办法想必并未奏效。水灾发生当年的冬天，河东盐商已经开始面临“资本亏压”“成本较重”的

①［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1《盐池》，第18页。

②［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1《盐池》，第18页。

③清廷为维护河东盐池生产秩序和垄断性的盐业经营利益，在生产秩序可以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禁止开放六小池。

④［乾隆］《安邑县运城志》卷2《盐池》，乾隆二十九年刻本，第2页；［清］沈业富：《河东盐法调剂纪恩录》卷2《盐池》，

第7页。

⑤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5载，顺治元年，河东地区行正盐406733引，其间河东盐引、盐课数目几经增减，到

乾隆十八年，达到426947引，课入银429382两5钱有奇。

⑥《清实录》第14册，《高宗实录（六）》卷424，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第548页。

⑦《清实录》第15册，《高宗实录（七）》卷547，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戊申，第958页。

⑧［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5《坐商》，第2页。

⑨［清］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序，第1页；［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6《运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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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乾隆帝为此下发谕旨，要求“所有乾隆二十二年应封额余课项，著加恩分作三年带征，以纾商

力”①。次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念各商现在力量不能充裕”，提出将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盐课也照上年

之例带征带销②。这表明，乾隆帝开始意识到盐池生产已陷入严重困顿，广大盐商也在灾害打击下尽显

疲态。当然，河东当地的盐商也希望尽快恢复生产，而身处盐池的人十分清楚，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修

复遭到破坏的盐池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出资疏浚黑河，修饬渠堰。乾隆二十二年末，商人的诉求通过河

东盐政那俊的奏报上达天听，不但没有引起乾隆帝的重视，反而遭到其明确拒绝。乾隆帝认为，“河东盐

池，系商人世业。遇有修筑，向例该商等自行出资办理……商人借动帑项，修理伊等世产，若只分年扣还

原款，而竟不起息，盐务中从无此例，商人非穷百姓之比也”③。一面是减免课税、减轻商人负担的接连举

措，一面则是对商人修复盐池环境要求的漠然视之。减免课税，自然是国家常用的赈恤手段，可以接连

使用；而对于修筑渠堰这样更加现实和紧迫的事情，乾隆帝却怀有戒备心理和抵触情绪，认为不能运用

朝廷的财力去振兴盐商的私业。这种态度显然会延宕盐池生态恢复的进程，而其造成的后果，亦令地方

当局作难。

由于有限的“盐利”在灾害打击下丧失殆尽，迫切诉求又得不到朝廷支持，“商人纷纷告退，投认无

人”，甚至将充当盐商“视为畏途，百计求免”④。乾隆二十五年（1760），面对“新商配运已属拮据，所有旧

时额引更难如期配销”的景象，乾隆帝只好提出将乾隆二十二、二十三年的带征款项分别延至二十六、二

十七、二十八年奏销⑤。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又试图通过加价刺激盐商，下令将河东盐每斤加价

一厘，以便商人获利，同时避免民间乏食⑥。当年五月，乾隆帝又同意将原本六月上缴的盐税延至九月⑦。

甚至，在清廷一再督促下，地方官吏还采取“差押家属赴运”的方式逼迫当地富户承担运盐任务，但

却遇到“殷户等辄生畏避”的局面⑧。面对商人纷纷求退、“盐池近虽渐涸”的严重困难，河东当地继续积

极向朝廷争取支持，以修复盐池的生态环境。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盐政萨哈岱奏请“借帑大修”，向乾

隆帝详细介绍了河东盐池的自然地理条件，痛陈“产盐之本”黑河“年久浅溢，旱涝堪虞”，同时“姚渠冲

决，盐池保护益难”，请求挑浚黑河、修缮姚暹渠、疏浚涑水河，修复盐池⑨。我们无法确定乾隆帝是否已

经对造成河东盐务困境的生态因素有了更深的体认，但此次萨哈岱终于得到了“得旨允行”的答复。然

而，河东盐区无时无刻不受制于自然界的晴雨变化，萨哈岱言之凿凿的修复工程终因“秋雨积水未消”而

被迫中止⑩，盐池的环境修复再次陷入停顿。

以上大致勾勒出盐池水灾之后疲敝的社会生态。由于生态的破坏、生产的停滞与经济利益的丧失，

朝廷、地方官员与盐商无不陷入焦虑和窘迫的境地中，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而各方围绕“盐利”展开的

层层博弈与争斗，最终却难以迅速聚焦于对盐池生产秩序的修复之上，也就无法打开生态破坏的死结，

河东的盐务危机也就未能得到有效纾解。在这样的困境下，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盐池转向口外，希望借助

外部资源找到化解危机的办法。

①《清实录》第15册，《高宗实录（七）》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癸亥，第976页。

②《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577，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壬申，第355页。

③《清实录》第15册，《高宗实录（七）》卷55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第1055页。

④［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6《运商》，第3页。

⑤《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619，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戊子，第960页。

⑥《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31，乾隆二十六年二月戊戌，第43页。

⑦《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36，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庚戌，第107页。

⑧《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38，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己巳，第122页。

⑨《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庚子，第252页。

⑩［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1《盐池》，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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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内口外：口盐行销内地与盐务危机的形成

水灾刚刚发生时，河东官民还希望仿照前述康熙年间旧例，开放“六小池”缓解危机。乾隆二十三

年，盐政西宁援引康熙十九年（1680）之例，开放六小池，并加以修饬①。但六年后，新任河东盐政李质颖

却指出，乾隆二十二年大水后，当地虽也照例开放“六小池”，但“收盐甚少，实属无益。”②鉴于河东盐不敷

配运、商力疲敝、民众乏食的困局，朝廷与地方都开始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口外的吉兰泰池盐。

吉兰泰池盐，即蒙古盐，亦称口盐，在山西境内行销已久。据记载，由于贩运困难，山西北部和中部

的太原、汾州、宁武等地均食用本地土盐，“领河东之引，而不食河东之盐”③。但由于土盐做工粗糙、质量

较差、产量有限，清廷允许这些地区的居民“自行贩卖口盐，以资接济”④。当然，在河东盐区，口盐贩运依

然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在严重灾情面前，河东地方官员很快想到了利用口盐进行调剂的对策。

水灾发生当年的九月，山西巡抚塔永宁奏报，该年河东盐区需配运盐5200余石，但盐池仅生产700

余石，远远低于朝廷要求。他不无担忧地表示：“缘臣既稔悉三省八十余州县，民食嗷嗷待哺。非藉买运

蒙古盐，无可接济。又挽运必由黄河，转瞬河冻难运。”乾隆帝准许了这一请求，但明确表示“无限则不

可”⑤。此后，乾隆帝的态度又有所松动，不仅承认自己“未悉池盐缺产实在情形”，而且出于对“民食”的

关切，明确指示要“买运蒙古盐斤接济”，但须控制在半年或数月的时间范围内⑥。然而，随着河东盐区生

产情况长期不见好转，地方的口盐需求与日俱增。次年九月，河东盐政西宁称：“河东盐池，夏秋阴雨，不

能浇晒。所收新盐，不敷山、陕配运，专俟蒙古盐补拨。”⑦乾隆帝闻奏后，态度又从上年的松动转为焦

急。他再发谕旨，称：

河东买运蒙古盐斤一事，昨据西宁奏称，各商到归化城等处，守候已逾九月，而蒙古并无送

盐交售。经部议覆，已有旨令塔永宁前往，督同鄂尔多斯贝勒齐旺班珠尔等，严行催办，并令理

藩院司员富鼐就近督催会办矣。鄂尔多斯产盐处所，向属丰旺，正藉以售卖资生。该贝勒既呈

请改定在归公城等处交易，乃日久仍不运到。此非蒙古不肯售卖内地，必另售卖私贩之处，获

利更多。兼有零星小商，在包头、磴口等地方收买者，从中诱惑，为之透漏私盐，潜入内地，蒙古

人借以获利，是以不愿售与官商。该抚到彼，与该贝勒等酌定贸易章程，自当使官商从公交易，

勿使蒙古稍受亏累。其透漏私盐之奸商，尤当实力设法查禁，务尽根株。俾私贩之路既绝，则

蒙古人等，不必督催而自乐与官商交易矣⑧。

可以看出，乾隆帝甚至已经考虑到此番交易的种种操作细节，足以体现出对这次行动的重视；也说

明河东池盐生产有限、转运困难的窘况已使乾隆帝感到盐务危机的蔓延压力，促使其在依靠经济利益刺

激河东盐商的同时，开始试图通过借助外部资源化解危局。

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河东盐池自身的环境修复也开始缓慢进行。乾隆二十六年工程中断后，河东

盐政萨哈岱于次年再次报请将姚暹渠加宽四五尺⑨，同年，鉴于夏县白沙河两岸仅筑土堰，“旋筑旋冲，大

①《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558，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丙戌，第66页。

②《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715，乾隆二十九年七月，第982页。

③［雍正］《平阳府志》卷15《盐法》，乾隆元年刻本，第6页。

④［道光］《阳曲县志》卷7《户书第二》，民国二十一年重印本，第31页。

⑤《清实录》第15册，《高宗实录（七）》卷547，乾隆二十二年九月，第971页。

⑥《清实录》第15册，《高宗实录（七）》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壬戌，第975页。

⑦《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570，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丁酉，第237页。

⑧《清实录》第16册，《高宗实录（八）》卷570，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丁酉，第237页。

⑨《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57，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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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盐池之患”，又奏请改建石工①。尽管仍然未能疏浚黑河，但上述举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盐池的

环境修复和生产恢复。加之此后几年，盐区未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河东盐政

李质颖奏报：“大池连岁丰收，配运有余。”②次年，乾隆帝表示，“河东迩年产盐既旺，照额畅销之外，尚有

盈余，或可将此项存盐，仿照淮扬之例，配用余引，以济民食。”③可以看出，经过一定程度的环境修复，乾

隆帝已对河东盐区的生产能力颇为自信。然而，令其恼火的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河东盐商依然“藉

口消乏，希图退避”。在乾隆帝看来，只要河东盐区能够“趁时加工浇晒”，则“将来刮盐既多，自不至于苦

累”，故而盐商的疲敝只是因为地方官员的“模棱”和“不尽心”④。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尽管河东盐区的

生产状况有所好转，但口盐的行销已经使盐区“本地之盐转多积压”⑤，河东池盐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牵

制和竞争。何况河东地区的盐商从业多属“藉为生计”，“并非赀力有余”，经济力量本就十分有限⑥。加

之黑河未得全面疏浚，盐商只得在畦边开挖深沟，蓄水浇晒，但终究“水味不如黑河，而浇晒之工费增

倍”，以致“产盐日衰，成本愈昂”⑦。

为了保护盐区既得利益，此时的地方官与之前恳切希望口盐进入一样，急切地请求朝廷禁止口盐在

河东盐区私售。乾隆四十三年（1778），山西巡抚巴延三、河东盐政瑺龄在奏折中明确提出：“蒙古盐斤，

亦不能越境私售。”⑧两年后，乾隆帝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惊讶于河东池盐在“并无产盐不旺”的情况下

“商力仍前疲乏”的窘况，指出其原因在于口盐的大量走私，并要求地方当局“留心查察”⑨。得到乾隆帝

指示后，山西巡抚喀宁阿随即上奏，表示已在鄂尔多斯、阿拉善一带“严饬员弁查拏”⑩。可见，为了保护

河东盐利，清廷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强令将蒙古盐退回口外。但这种办法收效有限，由于“口盐不通”，质

量低劣的土盐“价值亦昂”，以致“民间不免有贵食之虞”，“农民等纷纷吁恳，请开旧禁，以便民食”，口盐

私贩活动客观上已难以禁绝。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更是已经形成“口盐增一行引之地，池盐即少一

轮换之商”的严峻局面。不难看出，口内口外的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河东盐区生态恶化引发生产困

难、盐商疲敝而起，而生产不旺又导致河东盐务危机长期不得根本缓解，大量口盐的借机私售更改变了

河东盐区以往的经销格局，给盐区生态修复和生产恢复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足见自然环境变动所引发

的蝴蝶效应。

四、灾变与危机中的河东盐务变革

在这样的形势下，河东池盐的生产技术开始发生调整。疏浚黑河一直是河东官民念兹在兹的问

题。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治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当地计划在黑河北岸挖掘深槽，“既可除去浮淤，

①《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672，乾隆二十七年九月，第506页。

②《清实录》第17册，《高宗实录（九）》卷715，乾隆二十九年七月，第982页。

③《清实录》第18册，《高宗实录（十）》卷745，乾隆三十年九月丁酉，第201页。

④《清实录》第18册，《高宗实录（十）》卷807，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乙卯，第908页。

⑤［清］沈业富：《河东盐法调剂纪恩录》卷2《盐池》，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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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盐气上透，更得多蓄卤水，不致导引艰难”①。次年，工程动工，历经一年完工。但由于此时距乾隆二十

二年水灾已二十年，黑河“河身淀淤过厚”，故“虽经挑濬，难复旧观”，“一遇霖涝，即为淤泥填塞；若时当

久旱，又被风沙壅塞”，挑挖出的淤泥也无法处理，只得四下堆积，这些淤泥干结后，遇风又飞入畦内，导

致“满畦皆砂，尚欲产盐，势必不能也”。时人估计，若使黑河恢复旧貌，“计非数十万金不可”，“是不能不

有待将来矣”②。面对这一情形，乾隆四十二年（1777），盐商刘阜和开始通过打井的方式挖掘盐区地下水

中的成盐物质。此后，不少盐商“各就畦滩，择可打井之处，集夫开掘”，有的还制造铁枪，“以防泉水偶有

壅塞，借资穿掘，以疏其源”。该法虽然被“合场效之”，但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盐池西部土质疏松，“屡

经试开，毫无成效”③。而且，时人即已意识到这种办法“伤残气脉，有碍盐母”，治本之策依然唯有“黑河

一律深通”④。可见，打井浇晒确是在黑河工程无法完竣的情况下等而下之的解决办法。同时，洪水造成

的渠堰体系的破坏也使一度“田池均利”的良性互动难以为继，清初“滩地不容民佃”的主张再度受到关

注，“遇有垦田之请，民不可准，商亦当禁”，使河东盐区农业与盐业之间的矛盾更形复杂，也埋下了盐区

“积谷无多”的隐忧⑤。

技术改革成效有限，商力疲乏也就无从得到根本改观。到乾隆四十七年，“虽池盐屡获丰收，场价亦

稍平减”，然而“较昔年定价之时，尚属加倍，而车骡、运脚、伙食、辛工以及易银贴补一切杂费不特与乾隆

十年大相悬殊，即二十六年以后亦大相增长”，以致“节年赔累，疲乏难支”⑥。乾隆五十六年（1791），山西

巡抚冯光熊在奏折中重申“商力积疲”之困，并指出以往的加价政策“名为恤商而反而累商”，提出“盐课

归丁”的主张，即“仅于地丁内将盐课摊入，按亩所出”，“从此再不签商”。他认为，这项改革是“一劳永逸

之计”，对富户而言有益无损，对贫民而言亦可使之“生计日臻宽裕”⑦。当年八月，乾隆帝正式改变“畦归

商种”之法，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课、杂项“在三省引盐完课纳税之一百七十二厅州县地丁项

下，通计均摊”⑧。次年，此项改革正式在河东盐区推行。

有学者认为，这项改革推动了自由竞争，降低了盐价，减轻了朝廷对商民的额外盘剥⑨。但事实上，

改革的推进反而引起河东盐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嘉庆九年（1804），嘉庆帝指出，由于盐课归丁改革，

官方缉私权力被削弱，听任民间贩运扩大了蒙古盐的行销范围，“不特于晋省地方任意行销，甚至河南、

湖北等处口岸，亦均有侵界私销之事”，进而挤压了两淮官盐的交易空间。同时，盐课归丁造成“穷民小

户转代殷实之家输纳盐课”，加剧了河东地区的社会分化，故嘉庆帝转而尝试恢复“畦归商种”旧制，打击

口盐走私，使河东盐务“按旧照章”运行⑩。然而，从嘉庆帝对“若实有不能复旧之处”的忧虑和怀疑中来

看，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灾变的河东盐池，恐怕也如同其“产盐之母”——黑河一样，难复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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